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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慈善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形式
———民国慈善团体论述（下）
� � 慈善团体作为政府与弱势
群体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 是沟
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它的
存在和发展与社会影响有着直接
的关系， 也与政府组织有着千变
万化的联系。因此，探讨慈善团体
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于深
刻认识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
作用和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耦合式与非耦合式互动

根据《监督慈善团体法》及
其《施行规则》，慈善团体与政府
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但又不
同于政府内部的上下隶属关系。
按照两者之间存在的组织交叉
程度，可以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分
为耦合式互动与非耦合式互动。

耦合式互动是指互动主体
有一定的人员交叉或经费联系，
如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兼任民间
组织的领导，民间组织的经费部
分由政府拨助。 这类慈善团体可
以说是半官方半民间， 是一种准
政府组织。 如抗战时期成立的战
时儿童保育会、 中国战时儿童救
济协会及二十年代末成立的中华
慈幼协济会等， 皆由国民党政要
或其夫人任理事长或理事或名誉
理事。由于其准官立性质，所以在
慈善活动中经常能够得到政府的
大笔资助， 其民间性质又能获得
民间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非耦合式互动系指互动两
主体之间不存在人员交叉， 团体
活动经费或完全自筹或以自筹为
主，政府只象征性地给一点补助，
这类团体为数最多， 其主持人多
为名流士绅和热心慈善事业的宗
教界人士， 其活动经费主要依靠
会员会费、社会捐助、房屋出租及
其他收入。 非耦合式互动有利于
发挥慈善团体的民间特性， 它们
开展的活动也丰富多彩。

协助式与合作式互动

协助式互动系指以一方为
主，他方予以协助，共同完成一个
任务。 慈善团体的活动具有相对
独立性，但当救济任务艰巨时，民
间团体的力量显得单薄， 此时政
府可能成为救济主导力量， 慈善
团体则给予积极协助， 诚如中国
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所言：“办赈团
体所宜十分注意者， 即凡对于官
员，只能与以相当之合作，而自身
必时时保持其超然于政治之地位
也。官府分内之职，无须为其代庖。
盖本会为慈善机关，以救灾防灾为
职志，官府之力如有不逮，得本会
为之辅助。 ”有的时候，慈善团体是
救济主导， 而政府则予以协助，如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时， 由于
北洋政府内争， 救济灾民的任务
主要由民间自发的救济团体来承
担，政府只象征性地给予些资助。

合作式互动即为完成一个
共同的任务，互动各方较为平等
地共同参与其中，包括互动主体
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彼此形成一
种较为稳定的关系，或因某一具
体救济行动而形成暂时性合作
关系。 如 1931 年江南大水灾救
济中，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与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进行
了较为成功的合作，华洋义赈会
凭其长期救灾的经验和能力，得
到政府的信任，担负起部分工赈
和农赈任务，就是双方有效合作
的典型。 另外，抗战期间赈济委
员会与各慈善团体合作开展难
民救济，也是一种合作式互动。

但是互动主体由于某些原
因也会发生冲突。 政府为了维护
权威，通过政令企图将民间组织
纳入到有利于其统治的轨道，而
民间组织则有追求独立和自治
的向往。 这样两者在追求目标上
出现矛盾。 慈善团体虽非政治团
体，但其活动难免有其他因素的
加入，政府即借口其超越活动范
围来加以干涉。 国民政府曾数次
进行全国性大规模的团体登记，
每一次登记都会有一些团体被
取消，其法律依据是“凡慈善团
体不得利用其事业为宗教上之
宣传或兼营为私人谋利之事
业”。 近代中国，政治纷争激烈，
政党斗争复杂，国民政府为了打
击异己，以“越轨”为幌子，将自
主性强或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慈
善团体解散，决非罕事。

由此可见，慈善团体与政府
可以合作奏出和谐的旋律，也可
能发出嘈杂的声音，两者关系的
多样性说明了民国社会的复杂
性，国家与社会之间尚未建立起
真正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

影响互动的因素

影响互动最为重要的因素，
当推政令和声望为甚。

政令即政府法令，是政府为
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

而规定的行为准则。政策具有非稳
定性，总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
展，政策的变化对慈善团体与政府
的互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它可以使
互动频繁或减弱，也可以使互动形
式发生变化。 抗战时期难民众多，
单靠政府力量难以为继，于是国民
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和法令，鼓
励慈善团体和民间团体， 发挥力
量，共纾国难，此时两者在救济难
民问题上展开联系合作， 双方互
动频繁， 互动形式趋向于协调互
补。 当抗战结束，外患不再，内战
又起时，国民党为加强独裁，服务
于“戡乱总动员”的需要，在政策
上对民间团体的控制趋紧， 互动
形式趋向不协调， 一些民间团体
被整肃，或调整或改组。 可见，政
策的变化使互动形式相应变化，
在非法制化的社会里， 这种互动
形式经常变幻不定。

在非法制化的社会，以政代
法是常有之事，法律有时也起些
点缀作用，但法律的每一次制定
和修改都会对慈善团体与政府
的互动产生影响。 国民政府公布
了许多法令，有的法令使互动双
方的合作协调得以强化，有的法
令在调整慈善团体及其他民间
团体的行为规范时，赋予法令以
强烈政治色彩，如战前的“监督”
法令、战时的“整理”法令、战后

的“审查”法令，使互动双方出现
不和谐的音符。

声望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
中树立起来的为众人所向往的名
声。慈善团体多为声望卓著的社会
名流担任主持，正是运用声望这一
无形资本，赢得社会的关注、好感
和尊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
熊希龄利用其在政界的影响，离政
后致力于慈善事业， 先后创立了

“世界红卍字会“、”北京慈幼局“、”
香山慈幼院“等慈善团体，被称为”
民国第一善人“。 名流主持慈善团
体的事务，使慈善团体在与政府的
交往中， 增加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有利于团体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影响双方互动的因素不
止上述两种，像国内外局势的变
化、公民意识的增强及社会近代
化的推进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左右互动的方式和频次。

综上所述，民国慈善团体承
继中有较大发展，是在传统基础
上的变革。 民国慈善团体的兴办
理念、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社会
影响都超越了传统，其发展趋势
是追求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第三
领域“形成。 它们有意识地、自觉
地分享原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权
力，这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
的实现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据《档案与史学》）

� � 1917 年京畿水患后，为收养灾区难童，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
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 图为 20 世纪 20 年代，熊希龄院长与香
山慈幼院学生在一起合影留念（网络图片）

� � 抗战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难童亟待救济。 1938 年，战时儿童保
育会成立，由宋美龄任理事长。图为宋氏三姐妹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工
作人员看望难童（网络图片）


